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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创新理论,其与数字化转型的有机结合是当前历史阶段面临的重大理论挑

战。 通过对 2013—2023 年中国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数
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进而促进新质生产

力发展,并且高管的数字化背景在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之间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 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提高企

业新质生产力的边际作用在国有企业和中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显著。 研究结果不仅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催生新质生产力提供

了理论依据,也为企业探索具体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
 

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
 

高管数字化背景

中图分类号:
 

F124. 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980X(2025)02-0031-12
DOI:10. 12404 / j. issn. 1002-980X. J24060505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作了科学阐述,将新质生

产力定义为“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为社会生

产方式变革与生产关系改革提出了新方向和新要求[1] 。 新质生产力的系列重要论述,为继“工业生产力”之后

的“新质态生产力”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为理解生产力在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新视角。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日益紧密,二者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至马克思“技术-社会”

范式的理论传统,即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分野[2] 。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认为技术不仅

仅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且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紧密相连。 新质生产力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

产关系,而数字化转型则是推动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社会”力量。 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探讨

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如何进行新的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数字

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生产力与新时代进行融合提供了关键的框架,并成为其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为新质生产

力的崛起打下了牢固的根基。 因此,探究企业如何借助数字化转型以促进新生产力的生成及其实现途径,
是当前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关键行动。 此举不仅能够推动生产方式的创新、生产力的显著提

高及生产资料的现代化转型,更是对新质生产力在当今背景下的最好诠释。
在“中国制造

 

2025”等战略不断推进,数字化转型承担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重任的时代背景下,一个亟待

深入探究的问题浮出水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究竟如何驱动新质生产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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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 然而,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

率提升为标志,技术创新是核心主线,可创新能力的提升具体能为企业带来何种先进工具? 怎样切实优化资源

配置、减少浪费及提高决策效率? 另外,基于资源基础理论[3] ,企业在数字化时代中维持其竞争优势的关键在

于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在企业有限的资源中,人力资源的边际效用最大。 但人力资源的进步究竟怎样为企业

带来具备数字化背景的管理人才? 如何帮助企业识别技术发展趋势,并保证技术资源有效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何种路径促进新质生产力提升至关重要。

当前文献中,有关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研究虽已存在一定基础,但大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的

探讨:一是探讨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特征[4] 和历史演进[5] 。 二是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赋能价值和实现路径研

究。 关注新质生产力培育对社会经济领域的贡献,从现实角度出发,探索可行的发展路径和方略,以确保新

质生产力的赋能价值得到充分释放[6] 。 三是数字创新对生产力发展的研究。 学者普遍认为技术创新对生

产力的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7] ,但也有人认为过度的技术创新会带来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8] 。 综合来

看,上述议题仍有可提升的空间:首先,当前文献中缺乏基于实证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之间

关系的定量研究;其次,现有研究对于新质生产力的测度主要侧重外部特征,忽视了形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最后,当前文献中虽有关于技术创新对于生产力的影响的机制研究,但缺少深入企业微观视角的分析。 鉴

于此,本文以中国
 

A
 

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探究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作用及背后驱动因素。 与

现有文献相比,本文有以下理论贡献:一是从企业微观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

用机制,构建理论研究模型,丰富研究内容;二是突破现有文献对新质生产力的定性分析局限,引入熵值法

结合生产力二因素理论,深入分析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要素及关系,构建量化指标体系,为新质生产力的研究

提供了新视角和方法论;三是从企业地区分布、产权异质性等角度考察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为
企业管理者制定针对性的数字化发展策略提供了科学指导。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1. 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

数字化转型被定义为一种战略性的变革,它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更新,更关乎企业如何利用这些

技术来优化决策过程、增强客户体验、提高运营效率,并最终实现业务的创新和增长[9] 。 首先,数字技术的

巨大生产力能为企业带来独特的竞争优势,提升企业整合资源的能力,并降低生产和服务成本,进而实现企

业的稳步发展。 袁淳等[10]指出,数字化转型能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推动企业间的分工深入,进而发挥专业化

分工的效率优势,提升经济活跃度,实现经济高效运转。 Hart 和 Dowell[11] 研究发现,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

在生产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减少所需品投入、简化生产流程、降低合规成本等方式实现成本领先。 其次,数字

技术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创新的可能性,优化企业与外部的沟通通道,保证企业内外部的信息畅通,进而提高

企业的协同创新能力。 唐松等[12]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能破除当前“数据孤岛”局面,推动信息有效流动,
积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的发展,为数字化创新活动打下坚实基础。 Liu

 

等[13] 证实,企业通过

利用数字技术,能够更有效率地探索新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从而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最后,数字化转

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管理的效率和决策的准确性。 尹西明等[14]认为,数据要素是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源

基础,数字经济深化了企业对数据的处理,赋能数字产业化发展。 刘政等[15]研究发现,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

能够实现经营和管理的智能化,推动业务流程向自动化方向演进,这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运营的风险,还能

显著提升管理者的决策效率。
有关生产力的学说一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利用自

然、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的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生产力主要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构成,劳动者将

自身的体力和脑力同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是生产力现实化的前提条件[16] 。 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技

术得到深化发展,人类社会的主导性生产力由工业生产力向“新质态生产力”演变,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代表了生产力的飞跃和质的变化[17] 。 周文和许凌云[4] 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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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突出了新经济、新技术和新业态的重要性,而“质”字则强调了技术革新作为推动力的核心作用。 新质生

产力要求经济增长区别于依靠资本、劳动、土地等传统要素投入的累加式增长,而是通过高质量要素投入和

科技创新驱动产生的乘数式增长。 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在当前的数字经济时代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 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进步,企业对于数据的收集、处理、分析和应用能力不断提升,不仅改变了

生产和运营的方式,也催生了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多种技术在内的新质劳动资料,为生产力的提升提供

了新的途径。 同时,赵峰和季雷[18]在研究中指出,在数字化时代,计算机、手机等电子设备的运用已然成为

劳动者的基本技能,新质劳动技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提条件。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数字技术分别

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与劳动者实现深度融合,从生产力的构成和提升途径出发,持续推进生产力的创新和

升级。 在“新质”中,绿色也是推动生产力转型发展的重要部分。 卢江等[19] 在研究中指出,新质生产力强调

在工业生产中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传统的生产方式往往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压力,而绿色发展理念

旨在改变这种状况,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张三元[20] 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既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又保持人与自然的动态

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一直是产业变革和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量。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关于科技创新推

进生产力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合理利用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企业灵活性和适应性等方面。 首先,科技创新

有助于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浪费,提高投入到产出的转化水平。 叶竹馨和买忆媛[21] 在研究

中指出,资源是创业企业创建和成长的关键要素,有效利用现有有限资源、充分调动和配置不同资源是创业企

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 其次,科技创新推动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或知识密集型转变,促进产业结构向更

高端、更环保、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韩峰和阳立高[22]认为,科技创新在企业产业优化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创新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工具,促进了多领域、多主体、多环节的协同创新,提高了要素配置效

率和产品附加价值,驱动企业向信息、知识和技术密集的方向转变,实现结构优化。 最后,科技创新使企业能快

速响应外部环境变化,提高动态能力,增强企业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徐细雄等[23] 发现,创新在数字化进程中有

助于企业构建和增强动态能力,使企业更好地感知外部机遇和威胁,从而做出高效合理的决策。
3. 高管数字化背景

高管数字化背景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关于高管数字化背景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们在企业运营中所展现的思维方式、专业技能和战略视野。 首先,高管的思维方式直

接关系到企业能否顺利应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挑战。 罗彪和李明煜[24]依据高层梯队理论指出,管理者的

认知特质影响他们的行为和决策,进而影响企业的目标和结果。 其次,高层管理者的专业技能是推动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Bessen[25]指出,高水平的从业者通常具备较强的技术理解和应用能力,这使得他们能

够在推动产业内部技术创新的同时,加速不同产业之间的资源整合。 最后,管理层的战略视野对于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 具有远见的管理者能够准确把握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制定相应的战略规划,并确保

企业能够持续创新和保持竞争力。 Guo 等[26]在研究中发现,管理层的短视可能会显著抑制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尤其是在流动性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这种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高管需要具备广阔的视野,能够预见未来

的趋势和挑战,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
(二)研究假设

1. 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依靠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融合企业内部的自主创新和外部的合作创新,推
动现有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进而促进生产力的跃升[27] 。

首先,从劳动者角度出发,数字化转型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劳动力的支撑。 通过企业对劳动者进

行数字化和智能化技能培训,如数据分析、编程、机器学习等,促进劳动者对新兴技术的理解和应用,形成与

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劳动力,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其次,从劳动对象角度出发,数字化转

型为提供新型劳动对象提供了重要支持。 传统的生产要素已不再足以满足生产需求,数据逐渐成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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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之一,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全流程和各环节[28] 。 这不仅有助于改造和升级传

统生产要素,还促进了传统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形成更高质态的新型生产力。 最后,从劳动资料角度出

发,数字化转型能够提供更为高效的劳动工具。 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传统生产

方式转变为数字化形式,提升了公司运营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并释放了管理人员从事更高层次创新和决策

的能力。 数字化转型在催生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分别以数字技能培训赋予劳动者新水准,以数据要素驱

动赋予劳动对象新特性,以技术工具革新赋予劳动资料新水平,进而推动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激发

企业的新质生产力[18] 。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H1)。
2. 科技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

科技创新是数字化转型中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介质”动能[29] 。 其根本逻辑在于,科技创新的速度和质

量将直接影响数字化转型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效果。 倘若科技创新的速度过慢,无法及时跟上数字化发展的

需求,或者创新质量不高,不能有效解决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技术难题,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可能会陷入停

滞。 因此,当科技创新能够与数字化转型高度融合时,新质生产力有望实现跨越式增长。
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通过数据驱动决策、降低创新门槛、加速技术融合等途径显著提升企业的科技创

新能力。 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分别从优化生产流程、提高决策效率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促进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科技创新通过引入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和智能系统,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利用,优
化生产流程,从而在减少资源浪费的同时,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这一过程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
也确保了产品质量的可靠性,为企业带来了更高的市场竞争力。 其次,科技创新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

能等前沿技术,为企业建立强大的决策支持系统。 这些系统能够处理和分析海量的数据,帮助企业识别潜

在的风险因素,预测市场趋势,据此制定出更为精准和前瞻性的决策。 这种基于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使企

业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最后,科技创新为企业提供了先进

的工具和方法,使其能够更高效地开发和应用绿色技术,分别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创
造绿色商业模式等方面,推动企业可持续性发展,催生“绿色”新质生产力。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科技创新能力,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H2)。
3. 高管数字化背景的调节效应

高管的数字化背景有望深化数字化转型催生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倘若高管对数字化领域知之甚少,无
法运用数字化思维来规划企业的发展路径,那么新质生产力的激发将面临重重困难。 缺乏数字化背景的高

管可能会因不了解大数据分析的重要性,而错过通过数据驱动来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质量的机会,进而

阻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反之,拥有扎实数字化背景的高管能够巧妙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
企业打造智能化的运营体系,精准定位市场需求,推动产品创新,从而大幅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

力,有力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诞生。
具体而言,高管的数字化背景会赋予他们对于创新前景、技术趋势及人才培养的深刻洞察力,间接影响

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选择和行为模式[30] 。 首先,高管的数字化背景充分强调了管理者的创新意识。 他们

能够识别数字化转型中的潜在机遇和挑战,并推动企业在业务流程和商业模式上的创新,从而提高生产效

率和质量。 其次,高管的数字化背景让他们对技术趋势具有前瞻性的理解。 他们能够紧跟最新的技术发展

动态,捕捉技术发展趋势,推动企业的技术革新和产品升级。 最后,这些高管不仅在技术层面上,更在人才

培养方面对新质生产力的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数字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
如何在数字化转型中进行人力资本升级、培养和挖掘数字化人才,对企业顺利且高效地完成数字化转型具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31] 。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高管数字化背景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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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 2013—2023 年我国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原始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本文对数据作了以下处理:
 

①剔除样本中的金融业企业;②剔除样本

期内被 ST(special
 

treatment)和∗ST 的企业;③剔除关键数据缺失严重的企业;④为避免极端值对结果造成

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缩尾处理,缩尾对象为上下 1%的观测值。 经过上述处理,最终获得了 17626 个样本观

测值。
(二)变量设定

1. 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DCG)。 考虑到制造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面临诸多挑战,本文分别从数字

化投入和数字化创新两方面衡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其依据为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数字化投入是基

础,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数字化技术、设备、人才培养等方面,能够为企业搭建起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架构;而数

字化创新是关键,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中起着推动和引领的作用,通过创新业务模式、产品服务、运营流程等,
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化技术创造价值和提升竞争力。 给予数字化投入和创新各 50%的权重,能够平衡

地考虑数字化转型的两个重要方面,避免过于侧重投入而忽视创新,或者过于强调创新而缺乏必要的投入

支持。
2. 被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Npro)。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创新驱动,本文借鉴宋佳等[32]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方

法,基于生产力二要素理论,并考虑了劳动对象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 该文在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

体系时,考虑到新质生产力是在传统生产力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新技术实现的一次质的飞跃。 因此,为了综

合衡量新质生产力,选择反映传统生产力要素和新技术融合的指标是合理的。 对于传统生产力要素,选取

了“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对于新技术要素,选取了“硬科技”和“软科技”。 此外,考虑到新质生产力的绿

色属性,还应加入环境友好要素指标,以体现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的关注。 将这些要素共同排列,可以更全面地展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即不仅包括传统生产要

素的优化和新技术的应用,还包括对资源环境的关注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 指标构建完成后,进一步采取

熵值法进行加权计算,从而得到新质生产力的指标,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企业新质生产力测量指标

因素 子因素 指标 指标取值说明 权重(%)

生产力
二要素

活劳动

物化劳动

研发人员薪资占比 (研发费用-工资薪酬) / 营业收入 26
研发人员占比 研发人员数 / 员工人数 2

高学历人员占比 本科以上人数 / 员工人数 3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 / 资产总额 2

制造费用占比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减值准备-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工资) / (经营活
动现金流出小计+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减值准备)

1

新技术
要素

硬科技

软科技

研发投入占比 研发费用 / 营业收入 25
设备先进程度 (研发费用-租赁费) / 营业收入 5

专利数量 (研发费用-直接投入) / 营业收入 26
新技术应用率 无形资产 / 资产总额 3
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 / 平均资产总额 1
权益乘数倒数 所有者权益 / 资产总额 1

环境友好
要素

资源利用效率 产品中所含原材料的量 / 原材料总投入量 1
能源消耗强度 单位能耗

 

=
 

能源总消耗量 / 企业总产值 1
环境污染排放 废水(废气、废渣) ×

 

相关污染物浓度 3
　 注:表中指标权重之和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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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介变量

科技创新能力(TIC)。 对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测度,本文参考李青原和肖泽华[33] 关于绿色创新能力的测

度研究。 本文以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量作为依据,以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总数量加上 1 的

自然对数作为衡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指标,其中三种专利的权重按照 3 ∶2 ∶1 进行取值。
4. 调节变量

高管数字化背景(TMT)。 借鉴黄珊珊和邵颖红[34]关于高管创新背景的测度研究,本文通过收集和整理

2013—2023 年的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公开资料,筛选专业中包含信息、智能、软件、电子、通讯、系统、网络、
自动、无线、计算机等的观测值,并以此进行赋值。 具体赋值规则如下:若高管团队中有至少一名成员的教

育背景或专业领域包含上述关键词之一,则该上市公司在数字化背景指标上被赋值为 1;若高管团队中没有

任何成员具有上述观测值的数字化背景,则该上市公司在数字化背景指标上被赋值为 0。
5. 控制变量

为了确保研究的严谨性和有效性,本文纳入了以下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公司规模( size)、公司年龄

(Age)、资产负债率(Lev)、
 

总资产净利润率(ROA)、股权制衡度(Balance)、高管持股比例(Mshare)、股权性

质(SOE)等。 为了更准确地评估结果,本文在回归分析中纳入了对个体( Id)和年份(Year)差异的控制。 具

体变量定义见表 2。

表 2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 Npro 采用熵值法衡量新质生产力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DCG 数字化投入指数×50%+数字化创新指数×50%
中介变量 科技创新能力 TIC ln(专利申请数量+1)
调节变量 高管数字化背景 TMT 具有数字化背景的高管赋值为 1,否则为 0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ln(企业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企业年龄 Age ln(企业观测时间-成立时间)
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 / 总资产余额

股权性质 SOE 国有企业取值为 1,其他为 0
管理层持股比例 Mshare 管理层持股数 / 总股数

股权制衡度 Balance 第二到第五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和 /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年份 Year 年份虚拟变量

个体 Id 个体虚拟变量

(三)模型构建

为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并验证以上所作假设,本文采用如式(1)所示。 模型

来进行回归分析。

NProit = α0 + α1DCG it + ∑Controlsit + ∑Year + ∑Id + εit
      (1)

其中:NPro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企业新质生产力;DCG 为解释变量,代表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Control 为一

系列控制变量;Year 和 Id 分别为年份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α 为估计系数;ε 为随机扰动项;下标 i 和 t
分别为个体企业和时间。

模型(2)用来检验数字化转型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模型(3)用中介变量来检验在研究中的中介作用。

NProit = χ
0 + χ

1DCG it + χ
2TIC it + ∑Controlsit + ∑Year + ∑Id + εit

      (2)

TIC it = λ0 + λ1DCG it + ∑Controlsit + ∑Year + ∑Id + εit
      (3)

其中:TIC 为中介变量,代表科技创新能力;
 χ  

和
 

λ 为估计系数。
模型(4)用来探究高管数字化背景对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调节作用。

NProit = γ0 + γ1DCG it + γ2TMTit + γ3DCG it × TMTit + ∑Controlsit + ∑Year + ∑Id + εit
      (4)

其中:TMT 为调节变量,代表高管数字化背景;γ
 

为估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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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Npro 17626 5. 288 4. 951 2. 205 0. 536 17. 56
DCG 17626 0. 428 0. 228 0. 795 0 33. 13
TIC 17626 3. 886 4. 025 1. 680 0 9. 963
TMT 17626 0. 077 0 0. 266 0 1
size 17626 22. 11 21. 96 1. 148 19. 68 26. 43
Lev 17626 0. 388 0. 382 0. 185 0. 046 0. 924
Age 17626 2. 966 2. 996 0. 292 1. 792 3. 611
ROA 17626 0. 040 0. 041 0. 066 -0. 422 0. 223
SOE 17626 0. 235 0 0. 424 0 1

Mshare 17626 17. 00 5. 668 20. 52 0 68. 67
Balance 17626 0. 774 0. 625 0. 592 0. 0187 2. 907

表 4　
 

多重共线性检验

主要变量 TIC DCG TMT Mean
 

VIF
VIF 1. 33 1. 29 1. 09 1. 24

1 / VIF 0. 749 0. 778 0. 919

表 5　 基准回归

主要变量
(1) (2) (3) (4)
Npro Npro Npro Npro

DCG 0. 538∗∗∗

(26. 28)
0. 354∗∗∗

(16. 73)
0. 483∗∗∗

(23. 54)
0. 313∗∗∗

(14. 67)

size 0. 083∗∗∗

(4. 46)
-0. 088∗∗

( -3. 48)

Lev -0. 876∗∗∗

( -10. 37)
0. 314∗∗∗

(3. 31)

Age -0. 154∗∗

( -2. 27)
0. 401∗∗

(2. 06)

ROA -1. 939∗∗∗

( -7. 10)
-1. 814∗∗∗

( -11. 48)

SOE 0. 422∗∗∗

(9. 74)
0. 018

(0. 30)

Mshare 0. 000
(0. 60)

-0. 001
( -1. 25)

Balance 0. 103∗∗∗

(3. 72)
-0. 052

( -1. 78)
Year / Id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N 17626 17626 17626 17626
adj. R2 0. 038 0. 162 0. 070 0. 176

F 690. 5 258. 8 132. 68 156. 7
p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3 显示了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结果。 被解释变量 Npro 的最大值达到 17. 56,而最小值仅为 0. 536,这
表明在样本企业中,新质生产力的水平存在显著的跨度和多样性。 均值 5. 288 则位于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
但明显低于最大值,这反映出尽管部分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较高,但整体而言,我国企业在新质生产力方

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解释变量 DCG 的均值为

0. 428,标准差为 0. 795,这表明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我
国 A 股上市公司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其最小值为

0,最大值达到 33. 13,进一步证实了不同公司在数字化

转型的进程和深度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另外,选取的控

制变量,其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这

种差异性能够为模型提供有效的控制,帮助研究者更

准确地识别和评估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同时排除其他可能的干扰因素。 总体而言,描述性统

计结果揭示了 A 股上市公司在新质生产力和数字化转

型方面的现状,为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和深入研究奠定

了基础。
(二)多重共线性检验

在本文中,因变量新质生产力在测度过程中选用

了
 

“硬科技”
 

与
 

“软科技”
 

等指标。 鉴于其可能与自

变量数字化转型、中介变量科技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共

线性问题。 为妥善处理这一潜在问题,对文中 4 个主

要变量进行固定个体效应回归后,进一步开展多重共

线性检验,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多重

共线性检验结果见表 4。 文中主要变量的容忍度均大

于 0. 1,方差膨胀系数(VIF)均小于 10,表明变量之间

没有共线性问题存在。
(三)基准回归

数字化转型 DCG 对新质生产力水平 Npro 的基准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其中,(1)列表示解释变量

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直接回归结果,DCG 的回归系数

为 0. 538,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2)列和(3)列分别

表示加入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之后的回归结果,DCG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354 和 0. 483,均在 1%水平上显

著为正;(4)列表示同时控制个体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并

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DCG 的回归系数为

0. 313,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基于以上结果,本文假

设 H1 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解释变量

为了进一步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本文选取另一种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测度方法作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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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稳健性检验———替换变量、剔除异常数据

主要变量
(1) (2) (3) (4)
Npro TFP_LP Npro Npro

DCG_1 0. 083∗∗∗

(6. 23)

DCG 0. 048∗∗∗

(10. 40)
0. 298∗∗∗

(8. 50)
0. 321∗∗∗

(13. 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 I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7626 17626 8523 15173
adj. R2 0. 079 0. 746 0. 251 0. 171

F 75. 78 2826. 29 154. 9 144. 9
p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统
计量。

变量的替换。 参考袁淳等[10] 的做法,借助数字经济相

关的国家政策语义表述,建立一个相对完备的数字化

词典,再利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法,来构建企业

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指标。 替换解释变量之后进行回归

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6 的(1)列。 替换之后的数字化转

型 DCG_1 的回归系数为 0. 083,在 1%水平上显著为

正,初步验证本文的假设 H1。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在企业经济研究领域,生产力水平与生产率水平

通常被视为等价概念。 本文用全要素生产率 ( TFP-
LP)来替换新质生产力来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结果见表 6 的(2)列。 DCG 的回归系数为 0. 048,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说明在替换了被解释变量之

后,DCG 对 Npro 仍有正向影响作用,本文假设 H1 再一次得到验证。
3. 剔除异常年份

在本文的样本期间,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引发的数据异常现象,会对研究结果的稳健性造成潜在

的负面影响。 为了降低由异常年份引起的不确定性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将 2020—2023 年四年的数据进行剔

除后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 6 的(3)列。 DCG 的回归系数为 0. 298,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说明在剔除了

异常年份之后,DCG 对 Npro 仍有正向影响作用,本文假设 H1 再一次得到验证。
4. 剔除异常城市

直辖市由于其特殊的行政地位,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这可能导致其发展状况与

一般城市存在本质的不同。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普适性,避免由于行政级别差异带来的潜在偏差,本研究

将位于直辖市域内的企业数据进行剔除后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6 的(4)列。 DCG 的回归系数为 0. 321,
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说明在剔除了异常城市之后,DCG 对 Npro 仍有正向影响作用,本文假设 H1 再一

次得到验证。
5. 内生性检验

本文对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部分重要变量进行了控制,并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与个体固定效应,但
这不可避免地会遗漏部分变量;此外,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可能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相互

促进的关系。 一方面,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为了增强新质生产力,
企业可能会积极采纳数字化技术,并执行相应的数字化转型策略。 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混淆和变

量遗漏等问题,本文采用了工具变量法来检验内生性问题。 本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处理。 此外,借鉴易

靖韬和王悦昊[35]对内生性问题的解决思路,采用同一行业内其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平均水平作为工具变

量,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 这种方法的合理性在于,一个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表现

与其所在行业的整体数字化水平紧密相连。 然而,行业整体的数字化水平与该企业是否增强其新质生产力

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同时该工具变量与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和随机误差项也保持独立,因此行业平均数

字化转型程度满足作为工具变量的基本要求[36] 。
选取工具变量后,进行内生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7。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选取的工具变量均对企

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影响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且 F 值远大于临界值 10,这表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均是

外生有效的。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均在 1%水平上显著

为正,并且 WALD 外生性检验的卡方值分别为 809. 92 和 379. 82,拒绝解释变量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 以

上回归结果说明,在分别使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和行业平均的解释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处理了潜在的内生

性问题之后,数字化转型仍然显示出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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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

主要变量

滞后一期 行业 DCG 均值

(1) (2) (3) (4)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DCG Npro DCG Npro
DCG 0. 569∗∗∗(23. 31) 1. 136∗∗∗(8. 24)

工具变量 1. 035∗∗∗(326. 19) 0. 971∗∗∗(20. 4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 I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第一阶段 F 值 13608. 51 93. 06
WALD 809. 92 379. 82
N 13680 13680 17626 17626

adj. R2 0. 888 0. 058 0. 041 0. 078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五、异质性分析与机制研究

(一)异质性分析

1. 产权异质性

在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时,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

素。 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发展目标、经营策略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为了系统地检验

产权异质性对研究结论的潜在影响,本文将样本企业按照产权性质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大类别,分别对

两组样本展开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8 的(1)列和(2)列。 DCG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322 和 0. 336,国有企

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国有企业中,其影响程

度更大。 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由于其与政府的紧密联系,往往能够获得更为丰富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

入,为国有企业在技术升级、创新研发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坚实的基础。 此外,在国家倡导大力发展新质

生产力之后,国家一直将国有企业作为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重大原创技术突破、成为产业链“链长”的关

键性力量[37] 。 因此,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程度更大。
2. 地区异质性

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发展史,产业变革和生产力大提升的阶段,往往是城市版图和区域经济洗牌

加速的关键阶段。 因此,不同区域的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也截然不同。 本文将样本中的企业根据其

地区分布分别分为东北部、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对四组样本展开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8 的(3)列 ~
(6)列。 结果显示,东部、中部和东北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这是因为,我国中东部地区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坚实的经济基础,为新质

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起点和增长动力。 同时,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这些区域通过积极推动

产业升级,进一步巩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支撑。 而我国西部地区并不具有如此大的禀赋优势,无法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提供强大的资源赋能,进而无法很好地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发展。

表 8　 异质性分析

主要变量

产权 地区分布

(1) (2) (3) (4) (5) (6)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东北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DCG 0. 322∗∗∗(13. 67) 0. 336∗∗∗(6. 84) 1. 315∗∗∗(8. 73) 0. 261∗∗∗(11. 02) 0. 519∗∗∗(7. 98) 0. 104
 

(1. 2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 I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3477 4149 659 12424 2418 2125
adj. R2 0. 168 0. 214 0. 332 0. 186 0. 220 0. 112

F 131. 7 55. 95 15. 00 130. 76 31. 58 12. 62
p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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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制分析

1. 科技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

本文用模型(2)和模型(3)来探究科技创新能力在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采取逐步回归的方法,对模型(2)进行回归,其结果见表 9 的(2)列。 结果显示,DCG 的回归系数为 0. 220,
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可以得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为进一步检验 TIC
在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继续对模型(3)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9 的(3)列。 结果

显示,DCG 的回归系数为 0. 461,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TIC 的回归系数为 0. 149,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
明 TIC 在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符合 H2 假设。 此外,为了进一步验证 TIC 的中

介作用,本文运用采用 Bootstrap 法从样本数据中随机抽样 5000 次,结果如表 10 所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中均不包括 0 值,通过了 Bootstrap 检验,表明 TIC 在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部

分中介效应,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不断深入,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高,进而通过创新产品和

服务,优化业务流程,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促进生产力的显著增长。 这种生产力的提升并非简单的数量增

加,而是基于数字技术和创新的质的飞跃,区别于老的生产力,即“新质生产力”。
2. 高管数字化背景的调节效应

本文用模型(4)来探究高管数字化背景的调节作用。 在表 9 的(1)列基础上在引入交互项(DCG×TMT)后
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9 的(4)列、(5)列。 结果显示,交互项 DCG×TMT 回归系数为 0. 340,在 1%水平上

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高管数字化背景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符合 H3 假设。
这可能是因为,具有数字化背景的高管,对数字技术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强烈的偏好,这使得他们能够在

企业面临数字化挑战时,迅速做出战略调整,并积极推动创新。 他们的领导力和前瞻性思维为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确保了转型过程的顺利进行。 在这些高管的引领下,企业能够充分利用数字技

术的优势,优化运营流程,提高决策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

表 9　
 

机制分析

主要变量
(1) (2) (3) (4) (5)
Npro TIC Npro Npro Npro

DCG 0. 313∗∗∗(14. 67) 0. 220∗∗∗(16. 02) 0. 461∗∗∗(22. 73) 0. 478∗∗∗(23. 64) 0. 093∗∗∗(6. 84)
TIC 0. 149∗∗∗(13. 57)
TMT 0. 586∗∗∗(9. 77) -0. 390∗∗∗( -5. 05)

DCG×TMT 0. 340∗∗∗(7. 7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 I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7626 17626 17626 17626 17626
adj. R2 0. 176 0. 281 0. 098 0. 093 0. 073

F 156. 7 384. 39 100. 56 95. 44 68. 91
p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表 10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Bootstrap 方法)

指标 系数 标准误 Z P 95%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0. 0349290
 

0. 0045717 7. 64 0. 000 [0. 0259686,
 

0. 0438895]
直接效应 0. 4993296

 

0. 0501998
 

9. 95 0. 000 [0. 4009398,
  

0. 5977193]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2013—2023 年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影响。 其主要结论如下:首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关系。 其次,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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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在数字化转型影响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起到中介作用,揭示了科技创新在企业生产力提升中的关

键作用。 高管团队的数字化背景对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高管的数

字化知识和经验对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进程和生产力提升具有积极影响。 最后,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国有企

业和我国中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对于企业而言。 首先,科技创新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是数字化转型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根本途

径。 企业需要不断增加对研发的投入,建立灵活的研发机制,以促进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和现有技术的改

进。 其次,企业高管团队的数字化背景能够增强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正向促进效果,是企业成

功实现生产力质变的重要保障。 企业应通过系统的培训和实践,提升高管团队对数字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

力,确保他们能够制定和执行有效的数字化战略。 最后,国有企业和中东部地区的企业应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积极探索和实践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通过建立行业标杆,激发创新活力,引领并推动整个行业的生产

力升级。
对于政府而言。 数字化转型作为影响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对象,政府应加大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帮扶

力度。 在数字设施基建方面,通过增加资金投入,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加先进和完善的数字基础

设施支持。 在人才培养方面,通过推动教育和培训项目,培养数字化人才,充分发挥人才在生产力升级中的

调节作用。 在政策激励方面,政府可以提供专项税收减免、补贴等财政支持,以降低传统制造业企业在科技

创新和绿色转型上的成本,深化科技创新能力在催生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介质”动能,促进可持续性发展。
对于私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的企业,政府可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税收优惠和贷款贴息等措施,降低企业在技术

升级和创新方面的政策与资金障碍,并实施人才引进计划,为这些企业吸引具备数字化技能的专业人才。
值得强调的是,数字化转型催生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极为复杂,本文仅从科技创新和高管数字化背景两

个视角展开探究,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从更多维度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
持续纳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因素。 同时,应高度关注技术发展所引发的新生产方式与商业模式

变革,及时对理论框架予以调整和完善,确保其能精准反映现实状况,为企业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进而推

动时代赋予的
 

“新质生产力”
 

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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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novative
 

theory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
 

major
 

theoretical
 

challenge
 

at
 

the
 

current
 

historical
 

st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as
 

empirically
 

examined
 

through
 

a
 

study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2013
 

to
 

2023.
  

Results
 

indicate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urther
 

research
 

found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ntributes
 

to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y
 

improving
 

firm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that
 

executives'
 

digital
 

background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arginal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improve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The
 

findings
 

provid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gener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offer
 

valuable
 

references
 

and
 

inspirations
 

for
 

exploring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s.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cie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gital
 

context
 

for
 

execu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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